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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激励下的地方政府行为与宏观经济波动

赵扶扬 吴立元 龚六堂*

摘要 通过制度梳理和数据分析，本文认为进入 21 世纪以来，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程度逐
步上升，这增强了地方政府参与辖区经济的程度，并对宏观经济具有深刻影响。基于这一观
察，本文在 DSGE框架内引入了地方政府竞争，研究了竞争对地方政府内在动机和最优行为
的影响。本文模型的分析表明:第一，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波动具有加速器效应，这一效应在
传统冲击下仍具有明显的放大作用; 第二，地方政府行为，诸如土地财政、政府债务、基础设施
建设、招商引资等，不仅是地方政府竞争的结果，更是其影响经济波动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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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当今中国是全球经济的主要参与者与推动者，并越来越多地融入世界经济中。但中
国经济的制度特征与世界其他国家存在巨大差异，其中一个明显的差异便是地方政府在

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与其他国家的地方政府不同，中国的地方政府不仅仅是公共服
务的提供者，更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从某些角度看，后一项职能的重要性甚至高于
前一项职能。地方政府行为对经济增长( Bai 等，2020; Xiong，2019; Li 和 Zhou，2005) 和经
济波动( 李猛和沈坤荣，2010; 赵扶扬等，2017) 的影响，也得到了众多文献的讨论和证明。
地方政府是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并放大经济波动的呢? 在众多解释中，地方政府间

的竞争被认为是作用机制之一。在人事权高度集中的制度背景下，同一级别的政府官
员为了获得晋升，围绕辖区内的经济绩效和财政收入进行竞争博弈，这一竞争博弈在本

文中简称为“地方政府竞争”。基于数据的梳理和挖掘，本文认为进入 21 世纪以来，地
方政府间的竞争程度出现增强的趋势。在经济持续发展、房地产市场火热、国际金融危
机以及宏观政策刺激等背景下，地方政府竞争的增强推动了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土地财
政、政府债务、招商引资等方面的地方政府行为，对实体经济、房地产和金融市场产生了
深刻影响，并放大了宏观经济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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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观察，本文在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DSGE) 理论框架内刻画了地方政府
间的竞争，并引入土地财政、预算软约束、地方政府债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等有中国特色
的地方政府行为，全面探讨地方政府放大经济波动的作用机制。其中，为了体现竞争对
地方政府动机和行为的影响，本文假设地方政府不仅关心本辖区的产出和公共支出，同

时关心本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相对产出水平。
模型的模拟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竞争通过一系列地方政府行为影响宏观经济。当

竞争程度外生增强时，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机得到强化。一方面，为了扩大辖区经济
产出，地方政府通过增加工业用地供给、压低工业用地价格的方式进行招商引资，这首
先刺激了企业生产，扩大了税基。工业用地的增加会提高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因
而企业投资和就业也会进一步上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调节商住用地供给，使商住地
价上涨，加之居民收入上升带来的财富效应，土地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土地供给下降幅

度，土地出让收入增加。地价上涨带来了储备用地估值的上升，以储备用地和财政收入
为支撑的地方政府债务得到扩张，形成基于融资抵押机制的放大效应。最终，地方政府
的预算约束大幅缓解，进而增加了基础设施投资。又由于基础设施对生产具有外部性，
这进一步刺激了企业的生产，形成正反馈循环。
竞争如何通过改变地方政府的内在动机从而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呢? 具体机制如

下:竞争越激烈，地方政府越重视与其他地区的相对产出水平，因此，同样的政府活动水

平对应的边际收益上升，这促进了政府的活动，提升了当地经济产出。由于各个地方政
府也作出同样的决策，各个地区的经济产出均得到提升。其他地区经济产出的提升，会
使本地政府的效用下降。根据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给定自身活动水平不变，边际效用
上升，这进一步促进了政府活动，提升了当地经济产出。在上述循环中，加速器效应得
以形成。基于反事实检验，本文证明，剔除竞争动机后，宏观经济对外生冲击的反应幅
度明显下降，这印证了政府竞争的加速器机制。此外，在整个传导渠道中，土地财政、政
府债务、预算软约束、基础设施投资、招商引资等行为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抓手，
本文在反事实检验中剔除或固定上述行为，发现竞争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驱动效果

大幅降低，这充分证明政府间竞争是通过驱动地方政府行为来影响经济波动的。
本文的创新和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内讨论了竞

争动机如何驱动地方政府的一系列行为，并证明诸如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债务、基建投
资、招商引资等行为是政府间竞争影响经济波动的中间机制; 第二，本文梳理并验证了
地方政府竞争的加速器机制，这一机制并不依赖于冲击类型，在传统的技术冲击下仍具

有明显的放大作用。
本文余下部分的内容安排如下: 第二节详细梳理地方政府相关的制度背景和特征

事实; 第三节介绍模型设置; 第四节介绍参数校准; 第五节展示模型的模拟结果，并给出

机制分析; 第六节总结全文。



50 2021 年第 5 期

二、制度背景与特征事实

( 一) 地方政府间的竞争

针对“中国政府分权与竞争”这一话题，早期的经典文献( Qian 和 Ｒoland，1998;
Maskin等，2000; Li 和 Zhou，2005; Xu，2011 等) 贡献了丰富的视角。其中，以周黎安
( 2004，2007)、周黎安等( 2015)、Li和 Zhou( 2005)、Li等( 2017) 为代表的一支文献定义
了“政治锦标赛”:“处于同一级别的政府官员为了获得政治晋升而相互竞争的博弈”。
改革开放后，全党工作重心转向了经济建设，使得经济发展绩效逐渐成为新的考核标

准，从中央政府到省、市、区县、乡镇，层层向下推进，展开了新的竞争。通过为地方政府
官员提供职业激励，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地方政府的竞争中的确得到了促进( Qian 和 Ｒo-
land，1998; Maskin等，2000; Blanchard和 Shleifer，2011; Li和 Zhou，2005)。
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地方政府间竞争呈现了加剧的趋势。

图 1 中三个指标的变动趋势共同反映了这一现象。

图 1 地方政府竞争程度的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商务部、中国投入产出表、Wind、CEIC等提供的数据，由作者整理测算。

图 1( a) 参考白重恩等( 2004) ，依据 Hoover( 1936) 的方法计算了不同制造业( 2 位
行业分类) 在各省的聚集程度，并在行业间进行了平均。该指标数值越高，表明不同制
造业在省份间分布的聚集程度越高; 该指标越低，表明不同制造业在各省间的分布越均

匀。白重恩等( 2004 ) 计算了 1997 年前的产业聚集度，发现该指标呈现上升的趋势。
图 1( a) 显示这一指标在 2005—2016 年间呈现下降的趋势。如果说上世纪 80、90 年代
聚集程度的上升是由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进程推动的，那么 21 世纪以来聚集程度的下降
更可能是各地政府在竞争中通过对各类产业招商引资推动的。与这一发现形成呼应的
是，罗晓辉等( 2018) 通过计算江苏、浙江、山东、四川、辽宁五省战略新兴产业结构的相
似系数，发现地方政府的产业同质化竞争越发明显。
图 1( b) 报告了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在不同省份之间的变异系数。资本回报率为

工业企业资本回报与固定资产的比值，由于数据限制，各省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由工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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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推算出①，而各省的工业企业生产税净额采用工业增加值
占总增加值比例、投入产出表插值两种方法推算出②。从图中可以看出，2005—2016 年
资本回报率在各省间的差异逐步扩大。在没有干预和摩擦的情况下，资本的流动应当
抹平区域间资本回报率的差异。然而中国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的区域差异不降反升，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和地方保护措施导致了资本在区域间配置

的扭曲，这也反映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程度在增强。
图 1( c) 展示了 FDI占 GDP比例的区域差异。FDI 直接反映了各地招商引资的努

力和成果，它也是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参与区域竞争的主要方式。从图中可以看
到，无论是省间还是省内各市间，2005—2016 年 FDI 占 GDP 比例的区域差异在不断缩
小，即外商直接投资在区域间的分布更加均匀，这同样是各地地方政府竞相进行招商引

资的一种体现，反映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程度在增强。

( 二) 竞争驱动下的地方政府行为

地方政府参与竞争，不能没有资金。但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政府财权上收，地方
政府的税收分成大幅缩减。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之比从 1993 年的 78%下降
到 50%以下。在财权上收的同时，中国政府的分权体系还经历了事权下放的变化，给地
方政府带来了更多的财政支出责任，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之比持

续上升，进入本世纪后达到了 70%，而近十年则超过了 80%。财权上收和事权下放，导
致了地方政府巨大的收支缺口，而能够弥补缺口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土地财政，二

是地方政府债务。
在中国，城镇土地为国家所有，而地方政府则是城镇土地的实际供给者，也是实际

获益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房地产改革的深入，城镇土地的升值空间逐渐扩大，
加之地方政府自身的“运作和经营”，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及相关税费规模逐渐扩
大。尤其是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在宏观政策的刺激作用下，房价、地价高企，土
地出让收入已经成为政府收入的主要部分。如图 2( a) 所示，土地出让收入持续高速上
升，如今已经超过 6 万亿元，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该收入与地方政府税收的比值
攀升到了 0． 6—0． 8 的水平，表明该项收入是政府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支柱。
与 1994 年分税制改革配套的旧《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得直接举债，使地方政

府只能借道融资平台等方式举借政府债务。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央行与银监会联
合发文，首次认可了城投公司的融资功能。此后，融资平台在全国范围内加速组建，而
产业引导基金、PPP等其他隐性债务形式也相继出现。图 2( b) 展示了国际清算银行和
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测算的政府债务规模，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债务与 GDP
的比率在 2008 年之后激增。当前，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已经达到了 250%的较高水平，其
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地方政府驱动的( Bai 等，2016)。此外，地方政府还可以将土地储

①

②

工业增加值 =劳动者报酬 +生产税净额 +固定资产折旧 +营业盈余 =劳动者报酬 +生产税净额 +资本报酬。
增加值比例推算各省工业生产税净额中，假设工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比重与工业生产税净额占总生产税净额

的比例相同; 中国各省投入产出表提供了工业企业的生产税净额，但并不是连续的年度数据，图 1( b) 通过插值
估算各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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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进行抵押和质押，为债务融资助力，使得地方政府债务与土地等国有资产紧密捆绑

( 毛捷和徐军伟，2019; 张莉等，2018; 张良悦等，2012)。
大量的土地出让收入和地方政府债务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资金( Bai 等，2016)。

从图 2( c) 可以看到，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占 GDP 的比重在 2008 年后快速上升。地方政
府的基建投资行为受到三方面动因的驱使: 一是基础设施水平本身就是地方政府政绩

的体现; 二是基础设施建设可以直接拉动辖区 GDP; 三是良好的基础设施对招商引资和
扩展税源有重要帮助，这是一项更加持久且重要的政府政绩。
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不仅包含基建水平的提升，还包含税费和生产要素的优

惠与补贴。图 2( d) 展示了基于 Hedonic方法构建的实际土地价格指数，可以看到，在全
国商住地价飞涨的同时，剔除通胀趋势的工业地价几乎没有变化。这体现了地方政府
为了招商引资而增加工业用地供给( 见 Bai 等，2020 中图 6 ) ，以抑制工业地价的行为
( 陶然等，2009; 雷潇雨和龚六堂，2014; 范剑勇和莫家伟，2014)。

图 2 地方政府行为的特征事实
数据来源:根据财政部、《国土资源年鉴》、中国土地市场网、国际清算银行、中国社科院 CNBS、

亚特兰大联储数量经济研究中心、Wind、CEIC等提供的数据，由作者整理和测算。

综上所述，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债务、基础设施投资、招商引资等地方政府行为，与
地方政府间竞争存在着强烈的关联。地方政府面临的竞争越激烈，上述政府行为也就
越发明显。同时，竞争是一个均衡的概念，当每个地方政府都增强上述行为时，地方政
府间的竞争程度又会进一步上升，最终形成正反馈循环。竞争驱动下地方政府行为的
逻辑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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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竞争驱动下的地方政府行为

三、模 型 设 置

( 一) 模型结构

本文的模型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DSGE) 框架，整个经济由代表性家庭、代表性
企业、地方政府组成。全国有不同的地区，每个地区有一个代表性企业和一个地方政
府。全国的家庭由一个代表性家庭代表。家庭提供劳动，赚取工资，并享受消费品、住
宅( 住宅用地)、休闲带来的效用。家庭的储蓄一部分用来积累资本，一部分存在金融机
构赚取利息。企业使用家庭提供的资本、劳动，以及当地政府提供的工业用地生产产
品。地方政府拥有当地土地市场的垄断能力，向家庭提供当地的住宅用地，向当地企业
提供工业用地。地方政府依靠税收、土地出让收入、地方政府债务，为基础设施投资建
设进行融资，积累公共资本，而公共资本对当地企业的产出具有正外部性。由于地方政
府竞争的存在，地方政府关心本辖区的产出水平、公共支出水平、经济增长率以及与其
他地区的相对产出水平。
本文参考 Bai等( 2020) 和 Xiong( 2019) 等前沿文献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刻画，令地方

政府将家庭的消费和劳动供给等行为视为外生，与家庭形成了 Nash 均衡，而将企业行
为视为内生，与当地企业形成 Stackelberg均衡①，模型结构如图 4 所示。

图 4 模型结构

① 本文模型令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形成 Stackelberg均衡，主要出于如下考虑: 当前，地方政府也进一步地参与到
了企业生产决策中，并将其与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结合起来，与企业亲密互动形成共同体。这种独特的政商关
系在周黎安( 2017) 的研究中被称为“官场 +市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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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代表性家庭

代表性家庭享受消费品 Ct、住房、休闲带来的效用。假设完全竞争的房地产生产商

通过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将住宅用地转化为住房，因此可以视为家庭直接从全国

的住宅用地 L*
ht获得住房效用( Liu等，2013，赵扶扬等，2017)。家庭具有如下效用函数:

E0∑
∞

t = 0
βt
h log( Ct － γhCt－1 ) + φlogL*

ht － ψ
N1+η

t

1 +{ }η ( 1)

其中，Nt 表示劳动时间。βh∈( 0，1) 是家庭的主观贴现因子，γh∈［0，1) 衡量了家庭消
费习惯，η ＞ 0 表示逆 Frisch劳动供给弹性。家庭享受的全国住宅用地 L*

ht由各城市 i 的
住宅用地 Lht ( i) 通过 CES形式进行加总:

L*
ht (= ∫

1

0
Lht ( i)

( ε－1) /εd )i ε / ( ε－1)
( 2)

其中，ε ＞ 1 表示不同城市住宅用地的替代弹性，城市间的住宅用地无法完全替代，表示
居民无法全体离开某一个城市，这使得地方政府在住宅用地供给上存在一定的垄断力。
参数 φ，ψ ＞ 0 分别衡量了住房和休闲在家庭效用中的重要程度。
家庭储蓄的一部分进行实物资本 Kt 的积累，一部分作为存款 St 赚取利息。资本积

累方程为:

Kt≤( 1 － δk ) Kt － 1 + 1 － Ω
2

It
It － 1

－珔λ( )I[ ]
2

It ( 3)

其中，It 为家庭投资，Ω ＞ 0 为投资调整成本参数，珔λI≥1 为投资的稳态增长率，δk 为实物
资本的折旧率。
令 qht ( i) 表示城市 i住宅用地相对消费品的价格，Ｒst表示实际存款利率，Ｒkt表示家

庭向企业提供资本得到的资本回报，wt 表示实际工资率。在初始期，家庭持有 K － 1 ＞ 0
单位的实物资本和 S － 1 ＞ 0 单位的存款。家庭的预算约束由下式给出:

Ct + It /Qt + ∫
1

0
qht ( i) Lht ( i) di + St ≤ wtNt + Ｒs，t －1St－1 + ＲktKt－1 ( 4)

其中，根据 Greenwood等( 1997) 和 Liu 等( 2013) ，Qt 为投资技术冲击。假设 Qt 由永久

性部分 Qp
t 和暂时性部分 vqt组成，Qt = Qp

t νqt。永久性部分服从确定性的增长过程，Q
p
t =

Qp
t － 1珔λI，而暂时性部分服从均值回归的随机过程:

lnνqt = ρq lnνq，t － 1 + εqt ( 5)
其中，ρq∈( － 1，1) 衡量冲击持续性，εqt是标准差为 σq、均值为 0 的一列独立同分布的正
态过程。本文引入了投资技术和生产技术的增长趋势，不仅是为了与现有文献和现实
保持一致，更是因为经济增长率在模型设定中是地方政府关注的主要方面之一。
在本文的基准模型中，为了简化分析，假设土地的折旧率为 1，即没有耐用性。事实

上这一简化并不影响核心机制，经过验证，引入土地的耐用性和折旧后模型模拟结果不

变。通过最优化，可以得到家庭对各个城市的住宅用地的配置:
Lht ( i) =［qht ( i) / q

*
ht］

－ εL*
ht ( 6)

其中，q*ht代表全国住宅用地的综合价格指标，并与各城市住宅用地价格之间具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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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q*ht = ∫
1

0
qht ( i)

1－εd[ ]i 1 / ( 1－ε)
( 7)

由于各个城市是对称的，在均衡中，Lht ( i) 等于 L*
ht，qht ( i) 等于 q*ht。因此，在后文代表性

城市中的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的介绍中，省略城市标识 i以求简洁。

( 三) 代表性企业

假设每个城市都有一个代表性企业，雇佣劳动和实物资本，同时以 qf t 的价格从地

方政府获得工业用地 Lft。类似住宅用地，本文假设工业用地也没有耐用性，折旧率为
1。这样的简化并不改变核心机制，但可以使地方政府避免对企业的跨期条件进行最优
决策，大大简化了分析。另一种等价且符合直觉的理解是地方政府作为 Stackelberg 博
弈中的领导者，每期以 qft的租金给企业租用工业用地。
企业的目标是最大化各期的利润:

max( 1 － τ) Yt － wtNt － ＲktKt － 1 － qftLft ( 8)
其中，τ为税率，由全国税法决定，而外生于地方企业和地方政府。
企业生产函数为:

Yt = ZtNαn
t Kαk

t － 1Lαl
ft Kαg

gt － 1 ( 9)
其中，Kgt表示基础设施存量，由地方政府积累，对企业的生产具有外部性，αn、αk、αl、αg

分别为各要素的产出弹性。与投资技术冲击类似，生产技术冲击 Zt 由永久性部分 Zp
t 和

暂时性部分 νzt组成，Zt = Zp
t νzt。永久性部分服从确定性的增长过程，Z

p
t = Zp

t － 1珔λz，其中
珔λz≥1为生产技术的稳态增长率。暂时性部分服从均值回归的随机过程:

lnνzt = ρz lnνz，t － 1 + εzt ( 10)
其中，ρz∈( － 1，1) 衡量冲击持续性，εzt是标准差为 σz、均值为 0 的独立同分布的正态
过程。
在本文的框架下，企业的最优化过程较为简单，不涉及跨期决策:

αn( 1 － τ) Yt = wtNt ( 11)
αk ( 1 － τ) Yt = ＲktKt － 1 ( 12)
αl ( 1 － τ) Yt = qftLft ( 13)

由上述条件可推出，最优的产出水平依赖于资本价格、工资价格、地方工业用地供
给、地方基础设施水平:

Yt =［Zt ( 1 － τ) αn + αk( αn /wt )
αn( αk /Ｒkt )

αkLαl
ft Kαg

gt － 1］
1 / ( 1 － αk － αn) ( 14)

( 四) 地方政府的效用与激励

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地方政府。依据第二节对制度背景的充分介绍，可假设地方政
府关心本辖区的产出水平、经济增长率、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产出水平以及本辖区的公共
支出水平。文本使用一个简便但又有效的方式来描述政府的目标函数:

E0∑
∞

t = 0
β {t
g (log Yt － ω1Yt－1 － ω2tY

*
t ) + πlog( Igt － γgIg，t － ) }1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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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βg∈( 0，1) 是地方政府的贴现因子，Y
*
t 是参与竞争的其他地区的产出水平，γg∈

［0，1) 是描述政府支出( 基础设施投资) 的习惯性参数。将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进行形
式变化，可以看到更丰富的含义。
单期效用的第一项可以改写为:

log( Yt － ω1Yt － 1 － ω2tY
*
t ) = logYt + log( 1 － ω1Yt － 1 /Yt － ω2tY

*
t /Yt ) ( 16)

可以看到，地方政府首先关心本辖区内的产出水平 logYt。同时，地方政府关心经济
增长率 Yt /Yt － 1，这一指标的增加会带来效用的上升，其倒数的增加则带来效用的降低，

ω1 衡量了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率的重视程度。又由于地方政府竞争的存在，本地产出
水平相对其他地区产出水平 Yt /Y

*
t 的增加会带来效用的上升，其倒数的增加则带来效

用的降低。在 Xiong( 2019) 的理论模型中，通过设定上级政府对下级官员的能力考核过
程，推导出来类似的效用形式。ω2t衡量了区域间的竞争程度，且服从随机过程:

lnω2t = ( 1 － ρω) lnω2 + ρω lnω2，t － 1 + εωt ( 17)
其中，ω2 为稳态时的政府间竞争程度，ρω∈ ( － 1，1 ) 衡量冲击持续性，εωt是标准差为

σω、均值为 0 的一列独立同分布的正态过程。表达式( 16) 包含的三方面内容，体现了政
治晋升锦标赛理论的核心内容。
单期效用的第二项，假设基础设施投资也会给地方政府带来正效用。一方面，基础

设施投资是政绩的一种体现，也是招商引资、土地财政等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基
础设施投资又等于政府支出，与政府收入正相关，最大化财政收入符合中国特色财政联

邦主义理论( Qian和 Ｒoland，1998; Maskin等，2000) ，类似的设置另见赵扶扬等( 2017)、
Barro( 1990) 等。

( 五) 土地财政、政府债务与预算约束

地方政府通过基础设施投资 Igt来积累公共资本 Kgt，公共资本累积满足如下方程:

Kgt≤( 1 － δg) Kg，t － 1 + Igt ( 18)
其中，δg 为基础设施的折旧率。地方政府依靠税收收入 τtYt、土地出让收入 qht Lht + qft
Lft、借债 Bt 来为基础设施进行融资。
地方政府每期都有固定数目珔L 的土地可以分配，配置在住宅用途 Lht、工业用途 Lft

或用于土地储备 Lst。基于原国土资源部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7) 的土地抵押数据，储备
用地的评估价格在水平和趋势上与住宅用地较为一致，因此本文假设两类土地是同质

的。但工业用地与住宅用地在区位、容积率、开发成本、水电环保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别，
不能等同。因此假设 Lft单位的工业用地可以转化为 f( Lft ) 单位的住宅用地，其中 f ' ＞ 0。
当地土地资源约束可表示为:

Lht + f( Lft ) + Lst =珔L ( 19)
令 Bt 表示新增政府债务，Dt 表示政府债务余额，假设政府每期只偿还固定比例 κ∈

( 0，1) 的债务，因此新增债务与债务余额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Dt = ( 1 － κ) Ｒb，t － 1Dt － 1 + Bt ( 20)

其中，Ｒbt表示债务的利率。地方政府不能无限制举债，其债务余额 Dt 依赖于两个因素:

一是自身财力 τYt，二是用于抵押和担保的储备用地的价值 qhtL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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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θττtYt + θl qhtLst ( 21)
其中，θτ，θl∈( 0，1) 分别为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支撑债务的系数和储备用地融资抵押
率。如前文所述，储备用地的评估价格在水平和趋势上与住宅用地较为一致，因此在本
模型中，储备用地的估值直接采用住宅用地的价格 qht。这也体现了地方政府在土地财
政过程中经营房价的另一个动机，那就是可以抬高辖区储备用地的估价以促进债务

融资。
在软预算约束下，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难以受到限制。因此，可以简化地假设其膨

胀速度高于经济增速，是经济增速的 珔λb≥1 倍。为了在同一个平衡增长路径上研究问
题，需要对政府债务进行去趋势处理，即( 20) 式改写为:

Dt = ( 1 － κ) Ｒb，t － 1Dt － 1 /珔λb + Bt ( 22)
( 22) 式反映了预算软约束的本质，是地方政府对融资成本的“不敏感性”( Song 和

Xiong，2018) ，即原本的债务负担在地方政府眼里没有实际中那么重要了( 按 珔λb≥1 的
比例“萎缩”了)。软预算约束导致的国企和地方政府对融资成本的不敏感性，是中国金
融体系的一大特征( Song和 Xiong，2018)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货币政策以盯住货币信贷
总量为主，而非以盯住利率为主( Sun，2015)。而 κ ＜ 1 延长了债务的偿还期限，进一步
加强了这种“不敏感性”。
综上，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可以表示为:

Igt + κＲb，t － 1Dt － 1 /珔λb≤τtYt + Bt + qhtLht + qftLft + Tt ( 23)
其中，Tt 代表上下级政府的净转移支付、从家庭收的人头税等能够配平收支缺口的现
金流。

( 六) 地方政府的最优化问题

如前文所述，地方政府与全国家庭形成 Nash 均衡，将家庭的消费和劳动供给等行
为视为外生给定。同时，地方政府作为本辖区土地的垄断供给者，会将家庭对本地的住
宅用地需求［式( 6) ］以及当地企业的工业用地需求［式( 13) ］考虑到自己的最优化问题
中。另外，由于地方政府在与当地企业形成 Stackelberg 均衡，处于领导者位置，它需要
将产出水平与工业用地、基础设施水平的关系［式( 14) ］也考虑在内。
因此，地方政府完整的最优化问题可以描述为: 地方政府受到式( 18 )—( 23 ) 的约

束，同时将土地需求式( 6)、式( 13) 以及产出水平式( 14) 内生考虑，通过选择最优序列
{ Igt，Kgt，Bt，Dt，Lst，Lht，Lft，qht，qft} ∞t = 0，以最大化目标函数［式( 15) ］。

( 七) 均衡条件

在金融市场上，假设存款利率与政府借款利率相等，Ｒst = Ｒbt。由于各个城市是对称

的，各地产出水平、住宅用地水平和价格也都同质，Yt = Y*
t ，Lht ( i) = L*

ht，qht ( i) = q*ht。因
此，全国的商品市场出清条件也可以用代表性城市和代表性消费者的相关变量表示:

Yt = Ct + It /Qt + Igt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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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 数 校 准

本文关心经济系统在平衡增长路径附近的波动，因此通过对存在增长趋势的变量

去趋势的方式得到平稳的均衡系统。具体来讲，对以消费品为单位的变量，用因子 Γt =
［Zp

t ( Q
p
t )

αk］1 / ( 1 － αk － αg) 去趋势，对以投资品为单位的变量用因子 ΓtQ
p
t 去趋势，对政府债

务在 珔λb 调整的基础上用因子 Γt 去趋势。本文直接对模型进行参数校准，而不对模型
进行估计，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模型的核心是地方政府的激励与行为，尤其是地方政

府竞争，在这方面缺乏可靠的季度数据进行匹配和识别; 二是本文的重点在于提供一个

“竞争激励下政府行为与经济波动”的理论分析框架，而不是进行定量分析。
首先校准偏好相关的参数。家庭的主观贴现因子 βh 采用常用取值 0． 995。按照地

方官员一届任期 5 年，得到地方政府的主观贴现因子 βg 为 0． 95。在这样的取值下，地
方政府比家庭更加没有耐心，可以证明( 21) 式的借贷约束在稳态附近是紧的。依据 Liu
等( 2013) 的先验分布，习惯性参数 γh 和 γg 取 1 /3。依据赵扶扬等( 2017) ，劳动供给弹
性 1 /η取 2。依据土地出让金的支出结构的数据，80%又投向了土地收储和开发，表明
土地市场的加成为 1． 25，推得不同城市的住宅用地对全国家庭的替代弹性 ε 为 5。政
府效用中的参数难以找到取值依据，本文令{ ω1，ω2，π} = { 1 /6，0． 5，1} ，并在后文对参
数取值进行稳健性检验。住房偏好参数 φ 由商业和住宅用地出让金额占 GDP 比例
( 4． 5% ) 反解而得。休闲偏好参数 ψ并不影响系统在稳态附近的波动，不必对其赋值。
然后校准投资和生产相关的参数。实物资本的折旧率 δk 和 δg 取值 0． 03。投资调

整成本参数 Ω取值 1。投资技术和生产技术的稳态增长率珔λI 与珔λz 取值对应 6%的中国
“新常态”年均增速。依据 CQEＲ 劳动收入份额 αn 为 48． 52%。综合参考 Aschauer
( 1989) 和 Leeper等( 2010) ，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 αg 取 0． 15。资本回报份额 αk 由非政

府投资占 GDP比例( 38% ) 反解而得。在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下，工业用地产出回
报份额 αl = 1 － αk － αn。
接着校准财政相关参数。令政府债务的偿还比例 κ为 0． 1，对应每笔债务 2． 5 年还

清。依据国土资源部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7) 的数据，储备用地的抵押率约为 50%，取 θl
为 0． 5。而以财政收入背书的地方债务对应当今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因此应对 θτ 取
较高的值，为 0． 8。令 f( Lft ) = Lυ

ftξ( Lft ) ，其中 υ取 0． 8，ξ( ． ) 体现了工业用地在招商引资
竞争中的外部性，这一设置不会影响到政府的最优决策，且其取值并不影响模型均衡，

但其一阶导数 ξ'可以保证系统的鞍点稳定，取 － 0． 5。依据地方政府的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占 GDP比例，τ取 0． 1。假设基准模型中政府债务相对于经济增速的膨胀率 珔λb 恰等

于稳态的债券回报率 Ｒb。
最后，由于本文的分析重点在于定性的理论分析而不在于定量分析，因此可不失一

般性地令各冲击持续性参数 ρ取 0． 9，波动标准差 σ取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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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模拟结果与机制分析

( 一) 政府竞争动机如何放大经济波动

1． 竞争冲击下的经济波动
从图 1 展示的特征事实可以看到，地方政府自身的竞争行为，或者地方政府面临的

竞争在进入本世纪以来都有增强的趋势。导致地方政府间竞争增强的因素有很多，例
如，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内经济更加开放、更加一体化，产品和要素的流动性增强，区域间
的互动在增强。又如，产业的升级和迁移，以及互联网给各地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尤其
是给了后发省份一定的赶超机会。再如，城镇化的推进、“四万亿”的刺激计划、金融市
场的发展、房地产市场的火热，给了地方政府更强的动机和更多样的工具。本文认为地
方政府竞争是驱动中国经济波动的关键因素之一。本小节讨论地方政府竞争程度增强
后，地方政府如何反应以及经济如何波动。
在模型中，ω2t衡量了区域间的竞争程度。ω2t越大，本地产出水平相对其他地区产

出水平 Yt /Y
*
t 的增加带来的效用增加就越大，或者说，其他地区产出水平相对本地产出

的增加带来的效用损失就越大。反之，ω2t越小，地方政府就越不在意本地产出与其他地

区产出的相对水平。

图 5 竞争冲击后的脉冲反应

图 5 展示了 ω2t在一单位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后经济系统的脉冲反应。可以看出，地
方政府间的竞争增强后，地方政府行为发生了一系列反应。为了扩大辖区经济产出，地
方政府通过增加工业用地供给、压低工业用地价格的方式进行招商引资，这首先刺激了
企业的生产，扩大了税基。由于在生产函数中土地、劳动、资本存在互补性，工业用地的
增加会提高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因而企业投资和就业也会进一步上升。同时，地
方政府控制商住用地的供给使商住地价上涨，加之居民收入上升带来的财富效应，土地

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土地供给下降幅度，商住用地出让收入增加。类似地，由于其他生产
要素投入的上升，每一单位工业用地的生产率是上升的，这导致工业地价下降幅度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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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地供给上升幅度，工业用地出让收入增加。除了税收和土地出让收入上升外，商
住地价上涨带来了储备用地估值的上升，以储备用地和财政收入支撑的地方政府债务

得到扩张，形成基于融资抵押机制的放大效应。因此，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得到了缓
解，进而增加了基础设施投资。又由于基础设施对生产具有外部性，这进一步刺激了企
业的生产，形成正反馈循环。图 5 刻画了第二节观察到的全部特征事实，其中包含的地
方政府土地配置逻辑也与周敏( 2017) 等文献一致。
地方政府竞争是如何激发并放大了上述一系列经济反应的呢? 本文借助图 6 给出

详细分析。图 6( a) 高度抽象地描绘了地方政府的最优决策过程。横轴为政府活动，代
表基础设施投资、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债务、招商引资等行为。纵轴为地方政府活动的
边际值，每个水平的政府活动对应着一定的边际收益( MU) 和边际成本( MC)。作为理
性个体，地方政府寻求一个最优的活动水平使得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图 6( b) 抽象
地描绘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过程，给定其他因素不变，地方政府的最优活动水平都是其

他地方政府活动水平的政策函数( policy function)。在均衡中，地方政府的活动趋同，因
此政策函数与 45°线的交点是均衡的活动水平。

图 6 模型机制

当竞争增强时，地方政府越发重视与其他地区的相对产出水平，因此，同样的政府

活动水平对应的边际收益上升，图 6( a) 中 MU1 曲线向右上移动变为 MU2，均衡点从 A
变为 B，政府活动水平由 GA 增长为 GB。ω2t上升使得图 6( b) 中的政策函数上移。由于
其他各地方政府也作出同样的决策，其他各地方政府的活动水平也提升到了 GB，刺激了

其他各地区的经济。其他各地区的产出增加，当地政府的效用必然下降，根据边际效用
递减的规律，给定自身活动水平不变，较小的效用对应较高的边际效用，因此图 6( a) 中
MU2 曲线向右上移动变为 MU3，均衡点从 B变为 C，政府活动水平由 GB 增长为 GC。然
而，其他各地方政府也随之将活动水平提升到了 GC。如此一来，形成了循环，各地地方
政府竞相增强政府活动，竞相刺激当地经济，一直到图 6( b) 中新的政策函数与 45°线再
次相交为止，均衡点停留在 D，各地政府活动水平停留在 GD。
地方政府间竞争具有正反馈循环的加速效应，加之前文提到的政府债务的抵押融

资效应、预算软约束、基础设施外部性、家庭的财富效应，竞争带来的加速效果进一步加



2021 年第 5 期 赵扶扬 吴立元 龚六堂 竞争激励下的地方政府行为与宏观经济波动 61

强。在房地产市场火热、“四万亿”刺激计划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这一效应对经济波动
的影响会更加明显。

2． 传统冲击下，政府竞争的加速器效应
上文的加速器效应，不仅在地方政府竞争外生增强时能放大经济波动，在典型的传

统冲击下，这一机制也同样存在。以正向的技术冲击为例，每一个活动水平对应的政府
边际收益将上升，冲击同样使得图 6( a) 中 MU1 曲线向右上移动变为 MU2，均衡点从 A
变为 B，政府活动水平由 GA 增长为 GB。基于与前文相同的逻辑，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最
终会将均衡点从 B点推至 C点再循环至 D点，会将政府活动水平从 GB 推至 GC 再循环

至 GD。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判断，图 7 画出了一单位标准差的正向生产技术冲击下经济

系统的脉冲反应。同时，本文进行了反事实检验。在反事实模型中，地方政府不再面临
来自其他地区地方政府的竞争，即其他地区的产出水平 Y*

t 将被固定在稳态值不变，因

此图 6( a) 中 B点至 D点的变动过程将被阻断。从图 7 中可以看到，基准模型在冲击下
的反应与第二节观察到的特征事实相一致。基础设施、政府债务、商住用地价格上升，
工业用地价格下降，企业投资、就业、经济产出上升，消费也得到了刺激。通过基准模型
与反事实模型的对比，可以发现基准模型的波动幅度明显大于没有竞争的反事实模型，

后者的波动幅度仅仅是前者的 1 /2 至 2 /3。本文作者同样研究了家庭偏好冲击下有竞
争和无竞争时经济波动的不同，得到一致的结论，由于篇幅限制，相关结果不在文中

展示。

图 7 生产技术冲击后的脉冲反应

在围绕图 6 的分析中，竞争冲击和生产技术冲击带来的直接效果是使得地方政府
行为的边际收益上升。而事实上，如果外部冲击能够使得地方政府行为的边际成本下
降，同样可以触发地方政府竞争带来的加速机制。如图 8 所示，给定政府活动水平，政
府的边际成本下降，图中 MC1 曲线向右下移动变为 MC2，均衡点从 A 变为 B，政府活动
水平由 GA 增长为 GB。基于与前文相同的逻辑，地方政府竞争最终会将均衡点从 B 点
推至 C点再循环至 D点，会将政府活动水平从 GB 推至 GC 再循环至 GD。投资技术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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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作为一种典型的传统冲击( Greenwood 等，1997) ，因为它衡量了消费品转化为投资
的效率，可以视为一种成本冲击。经过验证，在投资技术冲击下，基准模型与无竞争的
反事实模型相比，后者的波动幅度仅仅是前者的 1 /2 到 2 /3，这也同样证明了地方政府
竞争的加速器效应。由于篇幅限制，相关结果不在文中展示。

图 8 模型机制

综上所述，本文验证了地方政府竞争的“无条件”放大效应，所谓“无条件”是指其
在传统的偏好冲击和技术冲击下仍具有明显的放大作用，这是本文的主要贡献之一。
与本文加速器相对比的例子之一是金融加速器，其在金融( 货币) 冲击( Bernanke 等，
1999; Jerman和 Quadrini，2012; Gertler和 Karadi，2011) 或房屋( 土地) 需求冲击( Liu 等，
2013; Liu等，2016) 等冲击下才有较为明显的放大波动效应，而在传统的偏好冲击和技
术冲击下放大作用并不明显( Cordoba和 Ｒipoll，2004)。

( 二) 地方政府竞争与地方政府其他行为的互动机制

上文已经论证了地方政府竞争的加速器机制，然而图 5 中如此强烈的经济波动是
无法单单由竞争这一机制决定的。事实上，地方政府竞争需要与地方政府的其他行为
相结合，才能实现驱动整体宏观经济波动的强烈效果，本小节将证明这一观点。我们着
重关注的地方政府行为包括预算软约束、政府债务、土地出让、基础设施投资、招商引资
这五个方面。

1． 预算软约束与地方政府债务
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的根本体现在于其对融资成本的“不敏感性”( Song 和 Xiong，

2018)。在本文的模型中，这一不敏感性体现为地方政府债务的膨胀速度高于经济增
速，在稳态附近去除这一膨胀趋势后，过往的债务负担在地方政府眼中“萎缩”了。基于
此，本文设置反事实模型，将地方政府债务相对于经济增速的膨胀速度调低 10 个基点
( 珔λb 缩小 0． 1% ) ，相当于“硬化”了预算约束，使其对融资成本更加敏感。
进一步地，本文直接针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探讨。基于 Kiyotaki 和 Moore( 1997) 形

式的金融摩擦，土地与债务的融资抵押效应得到了 Liu 等( 2013) 等文章的论证，然而已
有文献针对的是企业或家庭债务对经济波动的放大作用。本文在反事实模型中假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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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债务固定在稳态值不动，此时土地价格的上升无法提高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能

力，而地方政府丧失了增加债务这一手段，发展当地经济的能力受到极大限制，整体宏

观经济波动必将弱化。

图 9 预算软约束与地方政府债务的作用: 竞争冲击后的脉冲反应

图 9 展示了竞争冲击下，上述两个反事实模型与基准模型的脉冲图对比。可以看
到，竞争程度增强后，反事实模型的经济波动方向与基准模型是一致的，但波动幅度发

生了巨大变化。在硬预算约束的反事实模型中，由于地方政府对债务更加“敏感”，债务
融资行为更加“谨慎”，导致整体经济波动下降了 1 /4 左右。在地方政府无法调整债务
的反事实模型中，经济波动则更为平缓，债务的固定不仅限制债务融资的调整，还限制

了用于抵押的土地的数量调整，影响了土地出让收入，使得基础设施投资的上升远小于

基准模型，最终导致 GDP的上升减半。图 9 的对比表明，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和政府
债务在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

2． 土地出让与基础设施投资
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为基础设施投资进行融资，本质上包含了两方面的潜在特

征:一方面，地方政府利用在当地土地市场中的垄断地位调节土地供应量，尤其是住宅

用地供应量，以操控房价地价，不仅可以调节土地出让收入，还可以通过影响抵押土地

价值来调节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因为当
地基建水平象征着官员政绩，直接进入政府效用函数，更是因为基础设施对企业生产具

有正外部性。鉴于此，本文在图 10 中进行了如下两个反事实检验。

图 10 土地出让与基建投资的作用: 竞争冲击后的脉冲反应

第一个反事实是固定土地出让行为，此时将住宅用地供给量 Lht固定，地方政府无法

自由调节。此时地方政府丧失了对房价地价的操控能力，房价地价的波动将大大下降，
进而土地出让收入和债务融资收入的增加均受到限制。如图 10 所示，在竞争冲击下，
固定土地出让行为，使得基建投资水平和政府债务水平上升幅度下降为基准模型的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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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进而导致 GDP的上升幅度仅为基准模型的 1 /4。第二个反事实是降低基础设施
对产出的外部性，将 αg 取值从 0． 15 降低为 0． 05。此时，同样一单位的基础设施对 GDP
的拉动将下降，地方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动机也将大大下降。如图 10 所示的，基建投
资水平下降为基准模型的 1 /6 左右，GDP 的上升幅度仅为基准模型的 1 /8。图 10 的对
比可以证明，土地出让行为和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在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波动的传导机

制中起着重要作用。
3． 基于工业用地的招商引资行为
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同样是地方政府行为的主要特征之一。招商引资行为在

本文模型中主要体现为地方政府对工业用地的供给和基础设施的建设。由于基础设施
对产出的作用在图 10 中已经得到论证，此处本文着重探讨基于工业用地的招商引资
行为。
回顾图 5，在竞争冲击下，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会增加工业用地供给，降低工业用

地价格。此处，我们设置反事实模型，假设地方政府丧失了工业用地调整能力，无法基
于工业用地进行招商引资。如图 11 所示，在竞争冲击下，剔除工业用地的招商引资行
为后，基建投资水平和政府债务水平上升幅度下降为基准模型的 1 /3 左右，进而导致
GDP的上升幅度也仅为基准模型的 1 /3。图 11 的对比表明，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
在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

图 11 工业用地招商引资的作用: 竞争冲击后的脉冲反应

六、结 论

中国地方政府不仅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更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学术研究
普遍证明，地方政府行为促进了经济增长，放大了经济波动。基于数据的梳理和挖掘，
本文认为进入 21 世纪以来，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程度出现增强的趋势。竞争程度的增强
使得地方政府行为越发活跃，通过推动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土地财政、政府债务、招
商引资等行为，对实体经济、房地产和金融市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放大了宏观经济
波动。
基于上述观察，本文在 DSGE 框架内刻画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并引入土地财政、

预算软约束、地方政府债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等中国特色地方政府行为，全面地探讨了地
方政府放大经济波动的作用机制。为了体现竞争对地方政府动机和行为的影响，本文
假设地方政府不仅关心本辖区的产出和公共支出，同时关心本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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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水平。模拟结果显示，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引发了一系列政府行为:低价出让工业用
地，扩大商住用地收入，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扩张地方政府债务，而经济产出、商业投资、
就业也得到了相应的促进。
政府间竞争放大经济波动的机制在于改变地方政府的内在动机，竞争越强，地方政

府越发重视与其他地区的相对产出水平，因此，同样的政府活动水平对应的边际收益上

升，这促进了政府的活动，提升了当地经济产出。由于各个地方政府也作出同样的决
策，各个地区的经济产出均得到提升。其他地区经济产出的提升，会使当地政府的效用
下降，当地政府必须进一步促进当地经济产出。在上述循环中，加速器效应得以形成。
基于剔除竞争动机后的反事实检验，本文证明经济波动对外生冲击的反应幅度大大下

降。此外，在整个传导渠道的中间环节，土地财政、政府债务、预算软约束、基础设施投
资、招商引资等地方政府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分别剔除或固定上述行为的反事实检
验中，竞争冲击对经济波动的驱动效果大幅降低，充分证明政府间竞争是通过驱动地方

政府多方面行为来影响经济波动的。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与地方政府行为全面地引入动态均衡

的宏观范式，为相关话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规范的分析框架，并得出两个核心结论: 第

一，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波动具有加速器效应，这一效应传统冲击下仍具有明显的放大

作用，本文梳理了该效应背后的传导机制。第二，地方政府行为，诸如土地财政、政府债
务、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等，不仅是地方政府竞争的结果，更是政府间竞争影响经济
波动的重要中间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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